
三燕考古学和高句丽考古学长期以来都是东北亚地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三燕、高句

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研究也是其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三燕与高句丽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直接接壤，而且两者的莲花纹瓦当还显示出密切的关系。目前关于三燕、高句丽

莲花纹瓦当的出现，特别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各国学者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而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此笔者

就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浅谈几点想法。

1．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佛教自东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土，三国西晋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晋十六国开始进

入迅速发展时期。佛教进入东北地区的准确年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最晚在前燕初期佛

教已经在东北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永和元年（₃₄₅），前燕慕容皝在龙城附近的龙山建立龙

翔佛寺［ ₁ ］，这是目前已知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也是佛教在前燕境内得到统治阶层认

可的重要标志。作为佛教重要装饰纹样之一的莲花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与中国

古典建筑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与莲花纹相关的纹样和建筑构件等，莲花纹瓦当即是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器物。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可以确认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时代的建筑中已经

使用 ; 南北朝及其以后流行的莲花纹瓦当在莲花特点、当面莲花布局、当心变化等方面都可

以看到秦汉瓦当的影响［ ₂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秦瓦当中就已出现，但

系用写实的手法对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进行艺术刻画，与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

莲花纹瓦当，不仅形制、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赋予其中的意识观念，存在着天地之别［ ₃ ］。

十六国开始，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应当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三燕莲

花纹瓦当同样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的，在讨论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

三燕莲花纹瓦当的认定和编年进行必要的说明。

三燕都城所在的龙城、蓟城、邺城和中山在三燕以后经历多次城市建设，三燕遗迹尤其

是宫殿遗址确认难度较大，与三燕宫殿等建筑遗迹相关的考古工作不多，加之十六国时期能

够对比的瓦当材料较少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三燕瓦当的认定及编年相对困难。我们认为三

燕瓦当的认定应从龙城、蓟城、邺城和中山四地及其附近地区着手，从已经发掘和出土的与

三燕相关的遗物中寻找。三燕都城龙城及其周围的朝阳北大街［ ₄ ］、朝阳北塔［ ₅ ］及北票金岭

寺建筑遗址［ ₆ ］等出土了一批与三燕相关的瓦当材料。蓟城（₃₅₀─₃₅₇年）和中山（₃₈₅─₃₉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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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燕、后燕都城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没有发现与前燕、后燕有关的瓦当材料。邺城遗址

已经发表的瓦当材料中有与朝阳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相似的材料［ ₇ ］，我们认为

应是三燕时期的遗物。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及年代，笔者在《三燕瓦当研究》中曾有梳理，在此我们以

《三燕瓦当研究》为基础对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演变和年代做简单阐述。目前我们可以

知道Ａ型Ⅰ式（图一，₁）和Ba型莲花纹瓦当（图一，₅）在龙城遗址中均有发现，根据其形制

判断可能是前燕龙城时期（₃₄₁─₃₅₀年）的遗物。Ａ型Ⅱ式（图一，₂）和Bb型莲花纹瓦当（图一，

₉︲₁₄）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有发现，其时代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₃₈₅─₃₉₇

图一　三燕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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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Ａ型Ⅲ式（图一，₃）和Ａ型Ⅳ式瓦当（图一，₄）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

有发现，其时代可能分别为后燕慕容熙时期（₄₀₁─₄₀₇年）、北燕时期（₄₀₇─₄₃₆年）。几何纹

瓦当（图一，₆）和Ｃ型莲花纹瓦当（图一，₇）均为邺城遗址发现，其时代可能是前燕邺城时

期（₃₅₇─₃₇₀年）。Ｄ型莲花纹瓦当（图一，₈）仅在龙城遗址发现，其时代可能在前燕迁都邺

城（₃₅₇年）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在三燕瓦当的断代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遗址性质和年代的认定还存在一些差异。金岭寺发掘简报认

为该建筑群应是前燕及前燕以前不久慕容部开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

筑遗存［ ₈ ］。笔者认为该遗址是与后燕时期慕容垂＂缮宗庙社稷＂有关的考古遗存，有网络

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应为慕容熙时期遗物［ ₉ ］。

田立坤先生认为此处建筑可能为前燕慕容皝时期修建的＂慕容廆庙＂，但是对金岭寺建筑遗

址出土的两类瓦当的时代并未作出说明［₁₀］。由于后燕建国时的首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并

没有发现三燕时期的瓦当或遗物，因此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后

定州市出土的后燕瓦当。即如果定州出土的瓦当与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相似，那么金

岭寺建筑遗址的最初修建年代为后燕慕容垂时期，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应为后燕慕容

垂时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为后燕慕容熙时期 ; 反之，如果定州出土瓦当与有界格线的

莲花纹瓦当相似，那么金岭寺建筑最初的修建年代为前燕慕容皝时期，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

纹瓦当应为前燕时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慕容垂时期。此外，我们认为金岭

寺建筑遗址发现的某些遗物表明该建筑群可能一直使用到北燕时期，遗址曾出土一件浅灰色

细砂岩质础石（图二，₁），础石顶上饰八瓣莲花纹，侧边阴刻水波纹，其中水波纹不但与冯

素弗墓出土的石砚（图二，₂）侧面纹饰较为相似［₁₁］，而且两者的质地均为细砂岩，雕刻技法

也大体一致。

图二　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与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₁．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　₂．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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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燕时期已经出现莲花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中既有网络状底

纹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特别是后二者成为

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主要类型。Ａ型Ⅰ式和Ba型莲花纹瓦当的莲瓣中间有小短线，与

此类似的莲瓣在后赵时期的＂大趙萬嵗＂瓦当［₁₂］（图三，₁）上同样可以找到，因此三燕莲

花纹瓦当中早期的莲花纹瓦当可能受到了后赵时期此类纹样影响。后赵时期佛教盛行，后赵

地区出现的与莲花纹有关的瓦当无疑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加之后赵曾与前燕直接接壤、

交往密切，因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佛教可能由后赵传入前燕，并在前燕地区开始传播，到

₃₄₅年慕容皝建立龙翔佛寺时佛教在前燕境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东北地区与三燕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类似的还有新宾县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

纹瓦当［₁₃］（图三，₂），日帝时代在修建抚顺市永安公园时曾出土了汉代的＂千秋萬歳＂瓦

当（图三，₃）和卷云纹瓦当［₁₄］（图三，₄），其中部分卷云纹瓦当的当面还饰有四个花叶纹，

与此卷云纹瓦当相似的半瓦当在₂₀世纪₈₀年代永陵南城调查中也有发现［₁₅］，辽宁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在永陵南城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千秋萬歳＂瓦当和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原报告

称为图案瓦当并且认为是魏晋时期的莲花纹瓦当［₁₆］）。因此我们认为新宾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

线四叶纹瓦当应是当地文字瓦当──＂千秋萬嵗＂瓦当与饰有花叶纹的卷云纹瓦当结合后的

产物，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莲花纹瓦当，至于其时代上限

应晚于上述汉代的＂千秋萬歳＂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

制作规整、火候较高，与三燕瓦当相比有着明显区别，此类瓦当不但不属于三燕瓦当，而且

还应是在慕容鲜卑占领这一地区之前制作完成的，因此其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慕容鲜卑占领辽

东之时，即东晋太兴二年（₃₁₉）［₁₇］。所以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应受

到了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三燕莲花纹瓦当出现于前燕迁都龙城之际（₃₄₁年）或稍晚，不但是佛教传

入前燕地区的直接产物，而且与慕容皝迁都龙城，兴建新都等活动有关。如咸康七年（₃₄₁），

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前曾安排阳裕、唐柱等修建龙城宫殿和宗庙等［₁₈］。迁都龙城之后，除了

巡视郡县，发展农业之外，慕容皝还增修了龙城宫阙［₁₉］。

图三　邺城遗址及抚顺地区出土瓦当
₁．邺城遗址 “大趙萬歲” 瓦当　₂．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　₃．抚顺出土 “千秋萬歳” 瓦当　₄．抚顺出土卷云纹瓦当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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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主要条件包括以下两点 : 一

是佛教传入高句丽 ; 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其中三燕莲花纹瓦当对高句丽莲花纹瓦当

产生的影响，下文将专门论述。此处重点讨论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及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

产生等。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一是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₃₇₂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₂₀］。二是根

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认为不晚于₃₅₇年的₄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₂₁］，甚至

认为冬寿本人可能也是佛教信徒［₂₂］。三是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₃₁₄─₃₆₆年）与＂高丽道

人书＂的记载，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因此在₃₆₆年之前佛教已

经传入高句丽地区［₂₃］。四，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

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₃₇₆─₃₉₆年，太元二十年即₃₉₅年）佛教由东晋僧

人昙始传入高句丽［₂₄］。五，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

载、朝鲜半岛及高句丽地区发现佛像资料等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约₃₉₀─₃₉₆年）由后秦

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₂₅］。其中第一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以上各种观点基本上

是以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并不多，因此我们首先将对相关的

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传入的记录见于南朝梁代僧人慧皎（₄₉₇─₅₅₄年）撰写

的《高僧传》，《高僧传・卷十・昙始传》: 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

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

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₂₆］。自慧皎撰《高僧传》以后，直到元代中国历代文献有关昙

始的记录如《法苑珠林》［₂₇］《北山录》［₂₈］以及元代的《神僧传》［₂₉］等均是以《高僧传》为基

础，或是直接援引，或是稍加归纳，并无多大出入。

朝鲜半岛最早记录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文献当属统一新罗末期由著名学者崔致远（₈₅₇─？

年）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全称《大唐新罗国故风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寄照之塔碑

铭并序》）。《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₃₀］（图四，₁、₂）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加恩邑

院北里凤岩寺，为韩国宝物第₁₃₈号，碑高₂．₇₃、宽₁．₆₄、厚₀．₂₃米，螭首龟趺，碑阴末有

＂龙德四年岁次甲申六月囗囗日竟建＂的题记，龙德为五代时期后梁年号，龙德四年即₉₂₄

年［₃₁］，该碑开始部分叙述了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

第₃列末段 : 昔当东表鼎峙之秋，有百济苏涂之仪，若甘泉金人之祀，厥后西晋昙始始

之貊，如，第₄列上段 : 摄腾东入，句骊阿度度于我，如康会南行。崔致远虽然误将昙始所

处的时代说成西晋，但是却记录了昙始入高句丽传法的事实。碑文中＂昙始始之貊，如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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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入＂，即是说昙始到达高句丽，如同东汉明帝时到达洛阳的西域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一样，

使得佛教开始在高句丽地区传播。唐代高句丽人也自称高句丽为貊，这一点可以从高句丽灭

亡后居住在唐朝的泉男生之子泉献诚的墓志（大足元年，₇₀₁年）中得到证明 : 君讳献诚，其先

高勾骊国人也……公即襄公嫡子也。生于小貊之乡，早有大成之用，地荣门宠，一国罕俦［₃₂］。

唐代道宣（₅₉₆─₆₆₇年）所撰《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释僧意传》有 : 释僧意……元魏

中，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

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堂门常开，而鸟兽无敢入

者，至今犹尔［₃₃］。部分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即高句丽佛像，此佛像为前秦时期（₃₅₁─₃₉₄

年）高句丽赠送给竺僧朗的［₃₄］。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相国像均为高句丽佛像，其

中相国像可能是好太王时期（₃₉₁─₄₁₂年）高句丽＂相国＂赠送给竺僧朗的［₃₅］。从目前高句丽

地区的佛像资料来看，中国、朝鲜和韩国境内均有发现。中国学者₁₉₈₅年在国内城发现了一

尊金铜佛像［₃₆］（图五，₁）。朝鲜发现的佛像资料较多，部分为₁₉₄₅年以前日本学者发掘高

句丽佛寺（如平壤清岩里土城内的清岩里废寺址［₃₇］、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废寺址［₃₈］等）的

出土品或采集品，韩国发现的高句丽佛像［₃₉］（图五，₂）多为采集品。朝鲜半岛发现的佛像

除首尔市纛岛发现的一尊金铜佛像［₄₀］（图五，₃）时代较早外，高句丽地区佛像资料的时代

大体不早于₅世纪初。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纛岛金铜佛像属于高句丽佛像，可能是₅世纪初制

造于中国北方地区［₄₁］，韩国学者金元龙先生也认为纛岛佛像来自中国的可能性很高［₄₂］，但

佛像出土地周围均为百济墓葬和遗址，没有发现与高句丽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这件佛像

图四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照片及正面碑文拓片
₁．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　₂．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正面碑文拓片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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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属于高句丽佛像。

因此参考包括慧皎《高僧传》在内的中国史料、崔致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

碑》及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佛像资料等我们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₃₉₀─₃₉₆年）

由后秦关中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当时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

丽。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高句丽最早的瓦当为卷云纹瓦当，卷云纹瓦当消失之后出现了

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等。出土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主要有生活遗址和

墓葬两大类，其中生活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的颜色多为红褐色，当面基本没有界格线 ; 墓

葬上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颜色基本为灰褐色，当面多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颜色的区别、界格

线的有无与遗迹性质密切相关的特征在国内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产生之后较为显著，迁都平

壤之后这些特征不再明显。

₂₀₀₄年出版的《丸都山城》［₄₃］报告认为丸都山城宫殿址毁于₃₄₂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

山城的战火，说明发掘者认为最晚到₃₄₂年高句丽已经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和兽面纹瓦

当。日本学者田村晃一［₄₄］、东潮［₄₅］等，韩国学者金希灿［₄₆］、白种伍［₄₇］等认为高句丽莲花

纹瓦当应是受到冬寿墓莲花纹的影响而产生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是太王陵发现的莲瓣上有

＂Y＂字形（即莲蕾形莲瓣，笔者注）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时代大体在₄世纪中晚期。

也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瓦当出现时代较早，产生于₄世纪后半

期，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年代上限为₆世纪初前半［₄₈］。目前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遗

图五　国内城及朝鲜半岛发现金铜佛像
₁．国内城发现高句丽金铜佛像　₂．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高句丽金铜铜佛像（延嘉七年，₅₃₉年）　₃．首尔市纛岛发现金铜佛像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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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中均发现过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中集安和平壤地区发现的莲花纹瓦当不但数量很多，而

且形制复杂。国内城时期集安地区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墓葬主要有千秋墓、太王陵、将军

坟［₄₉］、禹山M₂₁₁₂［₅₀］和长川二号墓［₅₁］、上活龙₅号墓［₅₂］等，出土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国

内城［₅₃］、丸都山城［₅₄］、东台子遗址和梨树园子南遗址［₅₅］等。其他遗址和墓葬包括吉林省辽

源市龙首山山城［₅₆］、延边温特赫部城［₅₇］、辽宁省抚顺市高尔山城及附近的施家墓地［₅₈］、新

宾县五龙山城［₅₉］、西丰县城子山山城［₆₀］、辽阳市金银库遗址［₆₁］和燕州城［₆₂］、丹东市叆河尖

古城［₆₃］、凤城市凤凰山山城［₆₄］、岫岩县娘娘山山城［₆₅］、大连市大黑山山城［₆₆］、盖州市青石

岭山城［₆₇］等。朝鲜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多分布在平壤地区，主要有平壤城，

大城山城［₆₈］，长寿山城［₆₉］、定陵寺［₇₀］等，韩国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首尔市

红莲峰₁号堡垒［₇₁］、峨嵯山城［₇₂］和京畿道涟川市的瓠芦古垒［₇₃］等。

就目前发现的莲花纹瓦当的形态和制作工艺等来看，集安地区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时

代整体上应早于其他地区高句丽遗迹中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

纹瓦当应该从集安地区的高等级遗迹如丸都山城宫殿址、东台子遗址、千秋墓等出土品中予

以考虑。

丸都山城宫殿址，虽然报告认为其下限为₃₄₂年，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发掘的宫殿区可能

是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之后好太王十七年（₄₀₇）重新选择基址＂增修宫阙＂（《三国史记・卷第

十八・广开土王本纪》: 十七年春二月，增修宫阙）的结果，那么寻找丸都山城早期宫殿址及慕

容皝烧毁的宫殿址也成为国内城时期高句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₇₄］。丸都山城瞭望台、

各个门址发现的瓦当与宫殿址出土瓦当在颜色、胎体和纹样上也基本一致，那么这些瓦当中

部分遗物应该是好太王时期的产物，整体上来看丸都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

兽面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₄₀₇），下限为迁都平壤之时（₄₂₇）。

东台子遗址为早年日本学者发现，关野贞较早对其进行了报道［₇₅］，解放前部分遗址已

被破坏。₁₉₅₈年吉林省博物馆对东台子遗址进行了发掘［₇₆］，认为是高句丽时期一处重要的

建筑遗址。₁₉₈₂年方起东先生［₇₇］通过对东台子遗址规模和格局等的研究认为其是故国壤王

九年（₃₉₂）三月修建的国社和宗庙遗迹。₂₀₁₀年韩国学者姜贤淑［₇₈］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出土遗

物等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的时代在₅世纪末以后、渤海灭亡之前。笔者在对东台子遗址

出土遗物、相关遗迹和文献等系统梳理后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八年（₃₉₁）［₇₉］三月下令

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但是当年五月故国壤王就已去世，可能由于当时的建筑并未最终完成，

也就没有使用瓦当，如果故国壤王时期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使用瓦当，我们认为应是与千秋墓

上发现的卷云纹瓦当类似的瓦当［₈₀］。那么东台子遗址出土的大量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

和兽面瓦当并非故国壤王时期的遗物，应是好太王时期在修缮时使用的瓦当，部分瓦当与丸

都山城宫殿址发现的瓦当纹样相同或类似，甚至两个遗址之间还存在着同范瓦当，所以说东

台子遗址部分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应与丸都山城的同类出土品一致［₈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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₂₀₀₃年在千秋墓出土一件刻有＂永乐＂铭文的筒瓦［₈₂］（图六，₁、₂），泥质灰陶，残长

₁₃、宽₁₅．₅、厚₁．₅厘米。筒瓦凸面残留两列铭文，共计₈个字，《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给

出了释文，右列 :（乐）浪赵将军，左列 : 囗未在永乐。但是也有学者释为 :（乐）浪赵将军，

囗夫任永乐［₈₃］。从筒瓦上所留的字形和文义来看，报告给出的释文较为可信，而且报告还

认为这是好太王时期为千秋墓修陵所用的瓦件，并根据好太王在位年代（₃₉₁─₄₁₂年）推测左

列的铭文为 :（乙或丁）未在永乐。我们通过对高句丽的葬俗及筒瓦上＂未＂字上一字残存字

形等的研究认为其铭文为＂（乐）浪赵将军＂、＂（丁）未在永乐＂［₈₄］。好太王碑第四面第₇─₉

列有＂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惟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

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 : 守墓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

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说明好太王时期不但

制定了一系列与守墓制度有关的律令，而且还曾经在＂祖先王墓＂上立碑，在立碑的同时对

部分陵墓进行修缮也在情理之中。千秋墓出土的瓦当中既有高句丽卷云纹最晚阶段的无铭文

卷云纹瓦当，又有莲花纹瓦当，千秋墓发现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与太王陵、将军坟的

同类瓦当相比较，表现出较早的特点［₈₅］。因此在集安地区的王陵中千秋墓是高句丽卷云纹

瓦当消失、莲花纹瓦当出现的具有分界线性质的陵墓，由于在千秋墓上发现了可能为＂丁

未＂的铭文筒瓦，所以我们认为好太王在丁未年（₄₀₇）修缮了父亲故

国壤王的陵墓，使用了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那么这些瓦当的年代也应该不晚于

₄₀₇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集安地区当时高句丽的王宫遗址（丸都山城宫殿址）、国社和宗

庙遗址（东台子遗址）和王陵（千秋墓）这些高等级遗迹上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出现时间应不晚于

好太王时期的丁未年（₄₀₇）。集安地区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其出现时间也

不会早于上述三个遗迹的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首先出

图六　千秋墓发现 “永樂” 铭文筒瓦照片及拓片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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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集安地区，包括当时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宫殿和王陵等遗迹，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太

元之末（约₃₉₀─₃₉₆年）后秦僧人昙始将佛教传入高句丽地区。佛教的传入对高句丽人的社会

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莲花纹作为一种具有佛教含义的装饰纹样开

始＂爆炸式＂的出现，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

而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也可以为我们上述的推测提供佐证。大

黑山山城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周长约₅₀₀₀米，城内曾采集到

＂卑沙＂＂毕奢＂等铭文陶片［₈₆］。城内还发现有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现收藏于

旅顺博物馆，莲花纹瓦当（图七，₁）［₈₇］的纹样和莲瓣形态等与东台子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

当（图七，₂）［₈₈］较为相似，斜方格纹当沟（图七，₃）［₈₉］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图七，₄）［₉₀］、将

军坟西南建筑址（图七，₅）［₉₁］发现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瓦在高句丽时期是一种

具有身份和等级象征的标志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有 : 其所居必依山谷，

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和王宫、官府乃用瓦［₉₂］。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当

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好太王对高句丽占领辽东地区的一种宣示。高句丽最初占据辽东

地区始于故国壤王二年（₃₈₅）六月对辽东郡和玄菟郡的侵占，但是同年十一月就被后燕将领

慕容农收复［₉₃］。至₄₀₀年时，后燕尚有势力大举进攻高句丽，曾拔高句丽新城、南苏二城，

拓地七百余里［₉₄］。₄₀₂年，高句丽进攻宿军，导致后燕平州刺史慕容归逃走［₉₅］。₄₀₄年，高

图七　大黑山山城出土瓦当、当沟与集安地区发现瓦当、当沟
₁．大黑山山城发现莲花纹瓦当　₂．东台子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

₃．大黑山山城发现当沟　₄．丸都山城宫殿址发现当沟　₅．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出土当沟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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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丽攻燕［₉₆］。金毓黻先生认为在这一年高句丽最终占领辽东，在《东北通史》中有 : 考高

句骊于晋太元十年六月，初陷辽东、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底，燕复二郡，是即高句骊故

国壤王二年（₃₈₅）也。又后十九年为晋元兴三年，而辽东再陷，玄菟郡亦同时沦陷，是即广

开土王之十四年（₄₀₄），而终至于不能复，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₆₆₈）灭高句丽之日，辽东之

故地始复，然已沦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谓久矣［₉₇］。大黑山山城莲花纹瓦当和当沟的出现同

样也为金毓黻先生的说法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这些器物的年代应是在高句丽占领辽东之后不

久，其上限则是晋元兴三年（好太王十四年，₄₀₄）以后的一段时间，但是不应早于好太王时期

图八　冬寿墓莲花纹及太王陵莲花纹瓦当
₁．冬寿墓墓主人坐帐　₂．冬寿墓坐帐上的莲蕾形莲瓣　₃．太王陵出土莲蕾形莲瓣的莲花纹瓦当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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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丁未年（₄₀₇），下限则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时（₄₂₇）。

大黑山山城作为目前发现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座高句丽山城，雄踞大黑山山巅，扼守

大连湾地区，是高句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隋唐时期进攻高句丽，从山东半岛浮海

而来的隋唐军队在这一地区首选的进攻地点就是大黑山山城［₉₈］。好太王作为高句丽中期的

一代国王，武功赫赫，功勋弥高，当然会意识到大黑山山城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城中使用瓦

当和当沟这样的器物来表明山城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排除暗含着向先王、先祖乃至后燕彰显

武功的含义。

冬寿墓中发现的莲花纹特别是冬寿坐帐两角出现的莲蕾形莲花［₉₉］（图八，₁、₂）与太王

陵上发现的莲蕾形莲花纹瓦当［₁₀₀］（图八，₃）的莲蕾形态比较接近，这也成为诸多学者认为

太王陵发现的此类瓦当是高句丽最早莲花纹瓦当的重要依据。冬寿夫妇的坐像均位于帷帐之

内，以帷帐作为随葬品的习俗，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₁₀₁］。墓主人坐于帐中的形象

则流行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以莲花、龙头和流苏等装饰帐盛行于十六国北朝

时期，《邺中记》有 : 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头衔

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 囊。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也发现帐角用

龙装饰的现象［₁₀₂］。冬寿墓的坐帐，帐顶装饰莲花，帐角装饰莲花、璜和流苏，与辽阳上王

家晋墓［₁₀₃］发现的男主人坐帐十分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冬寿墓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实际

上是利用辽西地区魏晋壁画中的某些片段为粉本，同时还存在着根据墓主人身份等对粉本进

行选择、组合和改造的情况，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并不代表当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只是

代表一种装饰和纹样，一个粉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₁₀₄］。

3．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和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虽然各国学者都认为二者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但是对于影响与被影响的主体和客体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高句丽莲花

纹瓦当是在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下产生的，以中国学者李新全［₁₀₅］、王飞峰［₁₀₆］等，日本

学者桃崎祐辅［₁₀₇］等为代表 ; 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受到了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

以韩国学者姜贤淑［₁₀₈］等为代表。本文分析了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和背景，

我们发现从时间上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明显早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

间，可能在北燕时期（₄₀₇─₄₃₆年）莲花纹瓦当被文字瓦当取代 ; 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时

间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₄₀₇），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 ; 因此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而言，

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不会影响到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而三燕莲花纹瓦当则会影响到

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从瓦当的系谱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既存在有界格线

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而且从这两类莲花纹瓦当的演变规律来看，莲

瓣数量和界格线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这些特征与国内城时期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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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的特点完全一致。从

三燕和高句丽遗物的关系来看，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纹样和布局、武器、马具和甲胄等诸多方

面均受到三燕文化的强烈影响，某些器物如用于战争的铁镞、防护装备的甲胄、驾驭马具的

衔镳和装饰用的步摇形云珠，高句丽遗物均受到三燕同类器物的影响，甚至达到了难分彼此

的程度。从当时的人员交往情况来看，二者之间交往频繁，前燕时期高句丽曾臣服于前燕，

而且从前燕时期开始，就有前燕人如冬寿、郭充等逃往高句丽。因此我们认为从事物发展的

逻辑顺序、瓦当的系谱、三燕和高句丽交流等情况来看，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均

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

4．结语

三燕莲花纹瓦当作为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其产生于前燕迁都龙城

（₃₄₁年）后不久，在营造龙城的过程中大量被使用，北燕时期可能被文字瓦当（＂富貴萬歲＂）取

代。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国内城地区，首先在王陵和高等级遗迹中开始使用，其产生时

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₄₀₇）。值得注意的是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实际控制了辽东半岛以后，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黑山山城也出现了高句丽早期莲花纹瓦当和当沟，显示了大黑山山城

的特殊意义。三燕莲花纹瓦当、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均是在佛教传入上述地区之后在佛教的直

接影响下出现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特别是三

燕莲花纹瓦当中的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成为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

的重要类型。

附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₂₀₁₆年度重大课题（₁₆ZDA₁₄₉）阶段性成果。

注

［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₁₉₇₄年，第₂₈₂₅─₂₈₂₆页 : 时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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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龙翔佛寺，史称 “龙见立寺”。本文所用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再赘述。

［ 2 ］刘庆柱 :《关于中国古代莲花纹瓦当图案渊源考古研究》，《고대 동아시아의 기와》，한국기와학회，
₂₀₀₈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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₆₁─₆₆页，科学出版社，₂₀₁₀年。
［ 5 ］朝阳市北塔考古勘察队、朝阳市北塔维修办公室 : 《朝阳北塔₁₉₈₆─₁₉₈₉年考古勘察纪要》，《辽海文

物学刊》，第₁₅─₂₃页，₁₉₉₀年第₂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 :《朝阳北塔─考
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₂₀₀₇年。

［ 6 ］辛岩、付兴胜 :《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为研究三燕文化提供重要线索》，《中国文物报》，₂₀₀₁年₁月₃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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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₁版。辛岩、付兴胜、穆启文 :《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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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梁志龙 :《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北方文物》，第₈₈─₉₄页，₂₀₀₄年第₂期。
［22］吴焯 :《从向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中国史研究》，₂₀₀₆年第₁期。
［23］温玉成 :《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北方文物》，第₃₂─₃₈（₇₀）页，₂₀₀₁年第₁期。李海涛 :《佛教在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足迹考》，《全球化下的佛教与民族》（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第
₅₀₁─₅₁₁页，光明日报出版社，₂₀₁₁年。

［24］日・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昙始与高句丽佛教》，《博物馆研究》，第₃₈─₄₄页，₂₀₀₂年第₂期。
［25］王飞峰 :《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₁₄辑，科学出版社，₂₀₁₃年。
［26］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₁₉₉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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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₂₀₀₆年 : 宋伪魏长安有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
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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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30］本文图四 : ₁、₂分别引自성균관대학교 박물관 :《新羅金石文拓片展》，성균관대학교 박물관，第
₁₂₁页图、第₁₁₉─₁₂₀页图，₂₀₀₈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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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第₂₃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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₁₉₃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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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燕考古学と高句麗考古学は長きにわたり、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学術界の関心の的であ

り、三燕と高句麗、両国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およびその関連研究もまた、その重要な研究

課題の一つである。これは三燕と高句麗が長時間にわたり境を接していたからというわけ

ではなく、両者の蓮華文瓦当が密接な関係を示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現在のところ、三燕

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に関して、とくに高句麗における出現時期については、各国

研究者間になお一定の意見の相違がある。そしてその影響関係についても、学界では異な

る見解が示されている。そこで本稿では、三燕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およびその関

係について、筆者の見解を述べる。

₁．三燕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

　仏教は後漢末年に西域より中国に伝わり、三国・西晋期に一定の発展をみせ、そして東

晋・十六国期に急速な発展期へといたった。中国東北地区における仏教の伝播時期は明確

ではないが、遅くとも前燕初期には、仏教はすでに中国東北地区である程度発展していた。

永和元年（345）、前燕の慕容皝は龍城附近の龍山に龍翔仏寺 （ 1 ） を建てた。これは現在、

東北地区でもっとも古い仏教寺院として知られ、仏教が前燕領域内で統治階級に許されて

いた重要な証左である。仏教の重要な装飾文様のひとつである蓮華文は、中国伝播後、と

くに中国古典建築と結びつき、蓮華文に関係する一連の文様と建築部材等を創出した。蓮

華文瓦当はすなわち、そのなかの代表的なものである。現在の考古出土資料では、蓮華文

瓦当は早くも戦国時代の建築において、すでに使用が確認される。そして南北朝およびそ

の後、流行した蓮華文瓦当は、蓮華の特徴、瓦当面の蓮華の配置、中房の変化などの面に

おいて、いずれも秦漢瓦当の影響がみられる （ 2 ）。またある研究者は、蓮華文瓦当は早く

も戦国期秦の瓦当において、すでに出現しているが、写実的手法によって現実世界の蓮華

を題材として芸術的に彫ったもので、南北朝期の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された蓮華文

瓦当とは形態と起源が異なるだけではなく、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そこに込められた思想観

念であり、両者には天地の違いがあると指摘する （ 3 ）。十六国期が始まり、とりわけ南北

朝と隋唐期の蓮華文瓦当は疑いなく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る。三燕におけ

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はこれと同様に、仏教の影響下で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出現を論

じる前に、蓮華文瓦当の認定と編年について説明をする必要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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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燕の都城が置かれた龍城、薊城、鄴城、中山は、三燕以降も何度も城市が建設され、

三燕の遺跡、とりわけ宮殿址の特定はかなり難度が高い。三燕の宮殿などの建築遺跡に関

連する考古調査は多くなく、くわえて十六国期の比較可能な瓦当資料が多くないなどの要

因が、三燕の瓦当の認定および編年を困難にしている。三燕瓦当の認定は龍城、薊城、鄴

城、中山の₄ヵ所の地とその付近地区から着手し、すでに発掘によって出土した三燕と関

連する遺物のなかから探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る。三燕都城の龍城およびその周囲の

朝陽北大街 （ 4 ）、朝陽北塔 （ 5 ） および北票市金嶺寺建築遺跡 （ 6 ） などから、三燕と関係する

瓦当資料が出土している。薊城（350～357年）と中山（385～397年）が前燕と後燕の都城で

あった時間は長くなく、現在のところ前燕と後燕に関係する瓦当資料はみつかっていない。

鄴城遺跡の報告済みの瓦当資料のなかには、朝陽と北票に所在する金嶺寺建築遺跡で出土

した瓦当と似た資料があり （ 7 ）、我々は三燕期の資料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三燕蓮華文瓦当の類型および年代について、筆者はかつて論文「三燕瓦当研究」の中で

整理したことがあり、ここではこの論考をもとに、三燕蓮華文瓦当の類型、変遷、年代に

ついて簡単に述べたい。現在、龍城遺跡からはＡ型Ⅰ式蓮華文瓦当（図一−₁）とBa型蓮

華文瓦当（図一、₅）がいずれも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形態から前燕期（341～350年）の遺

物と判断できる。Ａ型Ⅱ式蓮華文瓦当（図一−₂）とBb型蓮華文瓦当（図一−₉～14）は

龍城遺跡と北票市金嶺寺建築遺跡等からも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後燕中山期（385

～397年）と考えられる。Ａ型Ⅲ式瓦当（図一−₃）とＡ型Ⅳ式瓦当（図一−₄）は龍城遺

跡と金嶺寺建築遺跡等で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それぞれ後燕慕容熙期（401～407年）、

北燕期（407～436年）となるだろう。幾何学文瓦当（図一−₆）とＣ型蓮華文瓦当（図一−

₇）はともに鄴城遺跡で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前燕鄴城期（357～370年）であろう。

D型蓮華文瓦当（図一−₈）は龍城遺跡でのみ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代は前燕の鄴城遷

都前（357年）と考えられる。

　ここで注意すべきは、金嶺寺建築遺跡の性格と年代は三燕瓦当の時期区分において非常

に重要な意義を有しているが、目下学界ではこの遺跡の性質と年代の認識について、なお

若干の相違が存在する点である。金嶺寺建築遺跡の発掘概報は、この建築群は慕容部が遼

西大凌河流域に居を定めて久しくない前燕および前燕以前の時期で、初期の格式の高い建

築址であるとする （ 8 ）。筆者は、この遺跡は後燕期の慕容垂「宗廟、社稷を繕う」と関係

し、網状地文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後燕中山期、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慕容熙期の遺物で

あると考える （ 9 ）。田立坤は、おそらくこの建築は前燕慕容皝期に修築した「慕容廆廟」

であろうと述べるが、金嶺寺建築遺跡で出土した₂種類の瓦当の時期についてはいまだ説

明をしていない （10）。後燕建国時の首都である中山（現・河北省定州市）からは三燕期の瓦

当あるいは遺物が出土していないために、金嶺寺建築遺跡の性格と年代は、今後、定州市

228

王飛峰



で出土する後燕期の瓦当によって決まるところが非常に大きい。すなわち、もし定州で出

土する瓦当が網状地文の蓮華文瓦当と類似するのであれば、金嶺寺建築遺跡の創建年代は

後燕慕容垂期であるので、網状地文のある瓦当は後燕慕容垂期とすべきで、輻線のある蓮

華文瓦当は後燕慕容熙期である。反対に、もし定州で出土する瓦当が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

当と類似するのであれば、金嶺寺建築の創建年代は前燕慕容皝期であり、網状地文のある

蓮華文瓦当は前燕期とすべきで、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後燕慕容垂期であろう。この他

に、金嶺寺建築遺跡で発見されたいくつかの遺物が、この建築群が北燕期まで使用され続

け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遺跡からは、かつて₁点の薄い灰色の細砂岩質の礎石（図二−

₁）が出土した。礎石の頂部は八弁蓮華文を飾り、側面は波状文を陰刻するが、この波状

文が馮素弗墓出土の石製硯（図二−₂）側面の文様と似ているだけでなく （11）、両者の素材

はともに細砂岩で、さらに彫刻技法もほぼ一致する。

　上述の分析を通じて、前燕期にはすでに蓮華文瓦当が出現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蓮華

文瓦当のなかにはすでに網状地文の蓮華文瓦当があり、また輻線のない蓮華文瓦当と輻線

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があり、とくに後二者はのちの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主要型式と

なった。Ａ型I式とBa型蓮華文瓦当の蓮弁の間には小さく短い線があり、これと類似する

蓮弁は後趙期の「大趙萬歳」瓦当 （12）（図三−₁）にみられる。このため三燕蓮華文瓦当の

うち、初期の蓮華文瓦当は、後趙期のこのタイプの文様の影響を受けた可能性がある。後

趙期は仏教が盛行し、後趙地区で出現した蓮華文に関係する瓦当は、疑いなく仏教文化の

影響を受けた結果である。これにくわえて、後趙はかつて前燕と直接、境を接し、往来は

密接であったため、この時期に仏教が後趙より前燕に伝来したであろうと推測される。そ

して前燕地区で伝播が始まり、345年に慕容皝が龍翔仏寺を建立した時には、仏教は前燕

域内ですでに発展段階に入っていた。

　東北地区の三燕と類似する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さらに新賓県の永陵南城で出土し

た双輻線四葉文瓦当 （13）（図三−₂）、日本統治期に撫順市永安公園を改修した時に出土し

た漢代の「千秋萬歳」瓦当（図三−₃）、巻雲文瓦当 （14）（図三−₄）がある。このうち、巻

雲文瓦当の瓦当面はさらに四つの花葉文で飾っており、これと似た半瓦当が1980年代の遼

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による永陵城調査中にも発見されている （15）。この調査では、「千秋萬

歳」瓦当と双輻線四葉文瓦当（報告では瓦当図案を魏晋期の蓮華文瓦当としている （16））が出

土した。このため永陵南城出土の双輻線四葉文瓦当は、当地の文字瓦である「千秋萬歳」

瓦当と花葉文を飾る巻雲文瓦当が結合した産物であると考え、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

された伝統な意味をもつ蓮華文瓦当ではなく、その年代上限は上述の漢代「千秋萬歳」瓦

当と巻雲文瓦当より後と考えた。永陵南城出土の双輻線四葉文瓦当は規格がそろい、比較

的高温で焼成されており、三燕瓦当と比べて明らかな違いがある。このタイプの瓦当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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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瓦当に属さないだけでなく、慕容鮮卑の侵攻前に当地で製作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のた

めその年代の下限は慕容鮮卑の遼東占領、すなわち東晋の太興二年（319）以降になるこ

とはない （17）。したがって、三燕蓮華文瓦当中の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の創出は、永陵南

城の双界輻四葉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に違いない。

　それゆえ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は、前燕の龍城遷都前後（341年）、あるいはやや遅い時

期と考えられ、仏教が前燕地区に伝来した直接の産物ではないが、慕容皝の龍城遷都や新

都建設等の活動と関係する。例えば、咸康七年（341）、慕容皝は龍城に遷都する前、陽裕

と唐柱らを充てて龍城宮殿と宗廟等を建設している （18）。龍城遷都後、郡県を巡視して農

業の発展を促すほか、慕容皝はさらに龍城宮闕を修繕している （19）。

₂．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

　現在の研究状況からみて、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発生の主要条件は以下の₂点が含

まれる。第₁点目は仏教の高句麗伝来、第₂点目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である。そのう

ち三燕蓮華文瓦当が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に与えた影響に焦点をあて、以下に論述する。ここ

で重点的に論じるのは、仏教が高句麗に伝わった時期、および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等

である。

　仏教がいつ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のかについて、研究者の意見は一致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ず、

主要なものを概括すると次のとおりである。一つ目は『三国史記』の記載にもとづき、

372年に仏教は前秦の僧順道によって高句麗へ伝わったとする見解である （20）。二つ目は、

冬寿墓に描かれる蓮華文から、357年以前の₄世紀中葉に仏教はすでに高句麗に伝わって

おり （21）、さらには冬寿本人が仏教信徒であったであろうと考える見解である （22）。三つ目

は、『高僧伝』中の支道林（314～366年）と “高麗道人書” の記載から、“高麗道人” を当時

の高句麗の仏教徒と考え、366年以前に仏教がすでに高句麗に伝わっていたとするもので

ある （23）。四つ目は、『高僧伝』や『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等の曇始関連の記載から、

東晋太元二十年（太元は東晋孝武帝の年号で、376～396年である。太元二十年はすなわち395年

にあたる）に仏教が東晋の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とする見解である （24）。五つ

目は、『高僧伝』や『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等の曇始関連の記載ならびに朝鮮半島と

高句麗で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等から、仏教は東晋太元年間末期（約390～396年）に後秦の

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とする （25）。このうち第一番目の観点が目下、学界での

主要な見解である。以上の各観点は、現在、目にすることのできる文献史料を基礎として

いる。実際の考古学的証拠は多くないため、まず関連する文献史料に対して整理すること

とする。

　現在、目にすることのできる高句麗への仏教伝来に関する記録のうち最古のもの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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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の僧恵皎（497～554年）が撰写した『高僧伝』で、『高僧伝』巻10 曇始伝に「釈曇始は

関中人なり。出家自り以後、多く異迹有り。晋孝武太元之末、経律数十部を賚り、遼東に

往きて宣化し、三乗を顕授し、以て帰戒を立てり。蓋し高句驪道を聞く之始なり。義煕初、

復た関中に還り、三輔を開導す。」（26） とある。恵皎撰『高僧伝』から元代に至るまで、中

国歴代文献の『法苑珠林』（27）、『北山録』（28）、元代の『神僧伝』（29） 等の曇始に関する記

録は、いずれも『高僧伝』を基礎にするか、あるいは直接援用、あるいはやや要約をくわ

えているが、大きな相違はない。

　朝鮮半島の史料のなかで、仏教が高句麗に伝来したという最古の記録は、統一新羅末期

の著名な学者である崔致遠（857～？年）が撰写した『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正式名

称は『大唐新羅国故鳳岩山寺教謚智証大師寄照之塔碑銘幷序』）である。『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

塔碑』（30）（図四−₁・₂）は韓国慶尚北道聞慶市加恩邑院北里の鳳岩寺にあり、韓国宝物

第138号である。碑高2.73ｍ、幅1.64ｍ、厚さ0.23ｍを測る。螭首亀跌を備え、碑背面末

文に「龍徳四年歳次甲申六月□□竟建」の題記がある。龍徳は五代後梁の年号で、龍徳四

年はすなわち924年で （31）、この碑文の開始部分は仏教が朝鮮半島に伝わった過程を叙述し

ている。

　第₃列末部～第₄列上部：「昔、当東に鼎峙之秋表れ、百済に蘇塗之儀有り、甘泉の金

人之祀の若し。厥の後西晋の曇始之を貊に始める、摂騰の東して入るが如く、句驪の阿度

我に渡る、康会の南行するが如し」。崔致遠は曇始のいた時代を誤って西晋とするが、か

えって曇始が高句麗に入って法を伝えた事実を記録している。碑文中の「曇始之を貊に始

める、摂摩騰の東して入るが如し」は、後漢明帝期に洛陽にいたった西域僧の摂摩騰、竺

法蘭と同様に、曇始が高句麗にいたり、仏教を高句麗に広めはじめたことを述べている。

唐代の高句麗人はまた、高句麗を貊と自称した。この点は高句麗滅亡後に唐に居住した泉

男生の子、泉献誠墓誌（大足元年（701））のなかで証明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君、諱は

献誠、其の先高句驪人なり。……公即ち襄公の嫡子なり。小貊之郷に生まれ、早く大成之

用有り、地栄門寵、一国に儔罕なり。」（32）。

　唐の道宣（596～667年）撰『続高僧伝』巻26 釈僧意伝に、「釈僧意、……元魏中、泰山

朗公谷の山寺に住み、徒を聚めて教授し、暮歯に迄るまで精誠にして倦まず。寺に高驪像、

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呉国像、昆侖像、岱京像有りて、此くの如き七像幷せて是れ金

銅、倶に寺堂に陳び、堂門常に開く。而れど鳥獣敢えて入る者无く、今に至まで猶爾のご

とし」（33） とある。一部の研究者はここで述べる高驪像とは高句麗仏像で、この仏像は前

秦期（351～394年）に高句麗が竺僧朗に贈ったものとする （34）。またある研究者は、ここで

述べる高驪像、相国像はともに高句麗仏像で、このうち相国像は好太王期（391～412年）

に高句麗「相国」が竺僧朗に贈ったものであろうと指摘している （35）。目下、高句麗の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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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資料は、中国・北朝鮮・韓国内でいずれも発見されている。中国人研究者は1985年に国

内城で一尊の金銅仏 （36）（図五−₁）を発見した。北朝鮮で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は比較的多

く、一部は1945年以前の日本人研究者による高句麗仏寺発掘（平壌清岩里土城内の清岩里廃

寺址 （37） や平安南道平道郡徳山面の元五里廃寺址 （38） 等）の出土品あるいは採集品である。韓

国で発見された高句麗仏像 （39）（図五−₂）は多くが採集品である。朝鮮半島で発見された

高句麗地区の仏像の年代は、ソウル市纛島で発見された一尊の金銅仏像 （40）（図五−₃）以

外は、大体において₅世紀初めを上らないものである。またある研究者は、纛島金銅仏は

高句麗仏像に属すが、₅世紀初めに中国北方地域で製作されたと推測する （41）。韓国人研

究者の金元龍も、纛島仏像は中国から舶載した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と考えている （42）。し

かし仏像出土地の周囲はいずれも百済墓制と遺跡が位置し、高句麗と関連する遺跡や遺物

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から、この仏像はおそらく高句麗仏像ではない。

　したがって恵皎『高僧伝』のなかの中国史料、崔致遠撰写『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

および高句麗から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等を参考に、仏教は東晋太元末年（約390～396年）

に後秦の関中の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へと伝えられたと考えられ、曇始は当時、おそらく

関中を出発して陸路で遼西に到り、遼東を経て高句麗へ入ったの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の考古資料で言えば、高句麗の瓦当は巻雲文瓦当から出現し、巻雲文瓦当が消

失した後に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獣面文瓦当などが出現する。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が出

土する遺跡は、主に生活遺跡と古墳の両者があり、このうち生活遺跡で出土する蓮華文瓦

当は赤褐色が多く、瓦当面には基本的に輻線がない。墓葬上で出土する蓮華文瓦当は基本

的に灰褐色で、瓦当面に輻線があるものが多い。蓮華文瓦当の色調の違いと輻線の有無が

遺跡の性質と密接に相関するという特徴は、国内城期の蓮華文瓦当創出後に比較的顕著で

あり、平壌遷都後にはみられない。

　2004年出版の報告書『丸都山城』（43） では、丸都山城宮殿址は342年に前燕慕容皝が丸都

山城を攻め落とした戦火で毀損したとし、発掘担当者は342年の高句麗ですでに蓮華文・

忍冬文・獣面文瓦当が出現していたと述べている。日本人研究者の田村晃一 （44）、東潮 （45）

等、韓国人研究者の金希燦 （46）、白種伍 （47） 等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冬寿墓にみられる

蓮華文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し、最古期の蓮華文瓦当は、太王陵で発

見された蓮弁上にＹ字形（すなわち蓮の蕾形の蓮弁：筆者註）の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で、

₄世紀中後期頃に比定している。またある研究者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うち、輻線のあ

る瓦当の出現年代は比較的早く、₄世紀後半に発生し、輻線のない蓮華文瓦当の上限年代

は₆世紀初めから前半とする （48）。現在、中国と朝鮮半島の高句麗遺跡からは、ともに高

句麗蓮華文瓦当が発見されており、このうち集安と平壌地区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は数

は多くないものの、形態は複雑である。国内城期の集安地区において蓮華文瓦当が出土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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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墓は、主に千秋墓、太王陵、将軍塚 （49）、禹山2112号墓 （50）、長川₂号墓 （51）、上活龍₅

号墓 （52） 等があり、蓮華文瓦当が出土した遺跡には、国内城 （53）、丸都山城 （54）、東台台子

遺跡と梨樹園子南遺跡 （55） 等がある。その他の地域の遺跡として、吉林省遼源市の龍首山

山城 （56）、延辺朝鮮族自治州の温特赫部城 （57）、遼寧省撫順市の高爾山山城とその付近にあ

る施家墓地 （58）、新賓県の五龍山城 （59）、西豊県の城子山山城 （60）、遼陽市の金銀庫遺跡 （61）

と燕州城 （62）、丹東市の靉河尖古城 （63）、鳳城市の鳳凰山山城 （64）、岫岩県の娘娘山城 （65）、

大連市の大黒山山城 （66）、蓋州市の青石嶺山城 （67） 等がある。北朝鮮領内の高句麗蓮華文

瓦当が発見された遺跡は多くが平壌地区に分布しており、主なものとして平壌城、大城山

城 （68）、長寿山城 （69）、定陵寺 （70） 等がある。韓国内において高句麗蓮華文が出土した遺跡

には、ソウル市の紅蓮峰₁号堡塁 （71） と嵯峨山城 （72）、京畿道漣川市の瓠蘆古塁 （73） 等があ

る。

　現在、発見されている蓮華文瓦当の形態と製作技法等からみて、集安地区の高句麗蓮華

文瓦当はその他の地区の高句麗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よりも古相をみせる。この

ため、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は、集安地区の上位階級の遺跡である丸都山城宮殿址や東

台子遺跡、千秋墓等の出土品の中にあるに違い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丸都山城宮殿址は、その年代の下限を342年と報告されているが、現在発掘された宮殿

区はおそらく慕容皝が丸都山城を攻め落とした後、好太王十七年（407）に再び基址を選

んで「宮闕を増修」（『三国史記』巻18 広開土王本紀：「十七年春二月、増修宮闕」）した結果

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そうであれば、丸都山城の早期宮殿址および慕容皝が焼き払った宮

殿址の捜索もまた、国内城期の高句麗考古学の重要な研究課題となる （74）。丸都山城の瞭

望台と各門址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は、宮殿址出土瓦当と色調・胎土・文様において基本的に

一致する。したがって、これら瓦当の一部は好太王期のもので違いなく、丸都山城で発見

された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獣面文瓦当の出現年代は好太王十七年（407）より後で

はなく、その下限は平壌遷都（427年）である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

　東台子遺跡は、高句麗遺跡のなかでは早い時期に日本の研究者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さら

に関野貞によって報告され （75）、解放前には遺跡の一部が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いた。1958年

に吉林省博物館が東台子遺跡を発掘し （76）、高句麗期の重要な建築遺跡であると報告した。

1982年には方起東 （77） が東台子遺跡の規模と配置等について研究をおこない、故国壌王九

年（392）三月に造営された国社と宗廟遺跡であると発表した。2010年には韓国人研究者

の姜賢淑 （78） が東台子遺跡出土遺物などの研究から、その年代を₅世紀末以降、渤海滅亡

前とした。筆者は東台子遺跡の出土遺物と関連遺跡、文献史料等について系統的な整理を

おこない、東台子遺跡は故国壌王八年（391）（79） 三月に造営が命じられた国社と宗廟と考

えたが、同年五月に故国壌王は世を去り、おそらく当時の建築は結局完成しなかったた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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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瓦当も使用されることがなく、もし故国壌王期に造営した国社と宗廟が瓦当を使用した

とすれば、千秋墓上で出土した巻雲文瓦当と類似する瓦当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いと考えた （80）。

そうであれば、東台子遺跡出土の大量の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獣面文瓦当は故国壌王

期の遺物ではなく、好太王期の修繕時に使用した瓦当であるはずで、一部の瓦当は丸都山

城宮殿址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と文様が同一あるいは類似し、さらには両遺跡間で同笵瓦当が

存在するため、東台子遺跡の一部の蓮華文瓦当の年代は、丸都山城の同型式の出土品と一

致するはずである （81）。

　2003年に千秋墓で「永楽」銘文を刻んだ丸瓦 （82）（図六−₁・₂）が₁点出土した。泥質

灰陶で、残長13.0㎝、幅15.5㎝、厚さ1.5㎝である。丸瓦凸面に₂行にわたる銘文がみら

れ、全部で₈文字が残る。『集安高句麗王陵』が発表した釈文は、右行「（楽）浪趙将軍」、

左行「□未在永楽」と釈読する。しかし、「（楽）浪趙将軍、□夫任永楽」と読む研究者も

いる （83）。丸瓦上に残った字形と文意からみて、『集安高句麗王陵』が示す釈文がより信頼

でき、かつそこでは、これは好太王期に千秋墓を造営するのに用いた瓦であるとしており、

好太王の在位年代（391～412年）にもとづいて左列の銘文を推測すると、「（乙あるいは丁）

未在永楽」となる。筆者は高句麗の葬俗および丸瓦上の「未」字の上一字の筆体等の検討

から、この銘文は「（楽）浪趙将軍」、「（丁）未任永楽」と考える （84）。好太王碑第₄面第

₇～₉行に「上祖先王自り以来、墓上に石碑を安ぜず、守墓人烟戸をして差錯せしむに致

り、惟れ国岡上広開土境好太王、尽く祖先王墓の上に碑を立てるを為し、其の烟戸を銘し、

差錯せしめず。又制するに、守墓人自今以後、更に相転売するを得ず。富足之者有ると雖

も、亦た擅に買うを得ず。其の令に違う有らば、売者は之を刑し、買人は制して之を守墓

たらしむ。」とある。好太王期には守墓制度と関係する一連の律令が制定されており、さ

らにかつて「祖先王墓」上に碑を立てたと碑文中にあることから、立碑と同時に一部陵墓

に対して修繕を行ったことはまた、道理にかなっている。千秋墓出土の瓦当中にはすでに

高句麗巻雲文の最終段階の無銘文巻草文瓦当があり、また蓮華文瓦当がある。千秋墓で発

見された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は太王陵、将軍塚の同型式の瓦当と比べてやや古い特徴が

表れている （85）。このため、集安地区の王陵において、千秋墓は高句麗巻雲文瓦当が消失

し、蓮華文瓦当が出現する過渡期の陵墓であるといえる。千秋墓上で「丁未」と推定され

る銘文丸瓦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から、千秋墓は好太王が丁未年（407）に修繕した父親の故

国壌王の陵墓であると考えられ、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を使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れら

瓦当の年代は407年前後であるはずである。

　以上の分析から、集安地区の当時の高句麗王宮遺跡（丸都山城宮殿址）、国社と宗廟遺跡

（東台子遺跡）と王陵（千秋墓）という上位階級の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の出現年

代は、好太王期の丁未年（407）より遅くないと考えられる。集安地区のその他の遺跡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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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は、その出現年代は三遺跡の蓮華文瓦当の年代より遡及しえない。

よって、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は集安地区で出現し、当時の高句麗の国社と宗廟、宮殿、

王陵等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が、その重要な要因のひとつは、太元末（約390～396年）に後

秦の僧曇始が仏教を高句麗地区に伝えたことである。仏教伝来は高句麗人の社会生活に重

要な影響をおよぼし、この後、高句麗墓壁画中の蓮華文が一種の仏教的意味を含んだ装飾

文様となって “爆発的” に現れはじめ、高句麗滅亡まで描かれ続けた。

　そして大黒山山城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と斜格子文面戸瓦が上述の推測を裏付ける。

大黒山山城は大連市金州区大黒山山頂に位置し、平面は不規則形で、周囲長は約5000m、

城内ではかつて「卑沙」、「畢奢」等の銘文のある土器片が採集されている （86）。城内では

さらに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と斜格子文面戸瓦が出土しており、現在、旅順博物館に収蔵され

ている。蓮華文瓦当（図七−₁）（87） の文様と蓮弁形態などは、東台子遺跡で出土した蓮華

文瓦当（図七−₂）（88） と比較的似ており、斜格子文面戸瓦（図七−₃）（89） は丸都山城宮殿

址（図七−₄）（90）、将軍塚西南建築址（図七−₅）（91） で発見された資料と非常に類似する。

瓦は高句麗期において一種の身分と階級を象徴する表示物であり、『旧唐書』巻199上 高

麗伝に「其の居る所必ず山谷に依り、皆茅草を以て舎を葺くも、唯仏寺、神廟及び王宮、

官府乃ち瓦を用いる」（92） とある。大黒山山城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と面戸瓦は、好太

王の高句麗による遼東地区占領の公示を反映しているだろう。高句麗がはじめて遼東地区

を占拠したのは故国壌王二年（385）六月の遼東郡と玄莬郡に対する侵攻によるが、同年

十一月に後燕の将の慕容農に取り戻された （93）。400年になると、後燕はなお勢力を有して

おり大挙して高句麗を侵攻し、高句麗の新城・南蘇の₂城を破り、700余里の地を拓いた （94）。

402年、高句麗は宿軍城を攻め、後燕の平州刺史慕容帰を逃走させた （95）。さらに404年、

高句麗は燕を攻めた （96）。金毓黼はこの₁年が高句麗が遼東を占領した最後であると考え、

『東北通史』において「高句麗が晋の太元十年六月に初めて遼東・玄莬の二郡を陥落させ、

この年の十一月末に燕が二郡を回復した。これはすなわち高句麗故国壌王二年（385）で

ある。また19年後の晋元興三年になると、遼東は再び陥落し、玄莬郡もまた同時に陥落し

たが、これは広開土王十四年（404）である。そしてついに再び回復することはできず、

唐高宗の総章元年（668）の高句麗が滅亡した日に、遼東の故地ははじめて復したが、然

るにすでに陥落して265年、久しきと言うべきである」と述べた （97）。大黒山山城の蓮華文

瓦当と面戸瓦の発見は金毓黼の見解とも一致し、考古学的証拠を与えた。これら資料の年

代は高句麗の遼東占拠後、間もなくであるに違いなく、その上限年代は東晋元康三年（好

太王十四年（404））以降のある時期だが、好太王期の丁未年（407）より前とみることはむ

ずかしく、下限は高句麗の平壌遷都（427年）である。

　大黒山山城は遼東半島最南端に位置する高句麗山城で、大黒山山頂に泰然と座して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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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を守備する、高句麗のこの地域における重要な軍事拠点であった。隋唐期の高句麗

侵攻時、山東半島から海を渡ってやってきた隋唐軍がこの地域で最初に攻めた場所は大黒

山山城であった （98）。好太王は高句麗中期の王の一人で、輝かしい武功で勲功極めて高く、

当然、大黒山山城の重要性を認識していたとみられる。城内での瓦当と面戸瓦の使用には

山城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が表わ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一方で先王や祖先、ないしは対後燕の武

勲顕彰の意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も排除できない。

　冬寿墓内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特に冬寿の座帳の両角に現れた蓮蕾形蓮華 （99）（図八−

₁・₂）は、太王陵上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蕾形蓮華文瓦当 （100）（図八−₃）の蓮蕾形と類似し、

これはまた多くの研究者が、太王陵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が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であると

する重要な根拠である。冬寿夫婦の坐像は共に帳帷の内にあり、帳帷を副葬品とする習俗

は戦国から南北朝期まで連綿とつづいた （101）。墓主人が帳の中に坐した形象は前・後漢か

ら南北朝期の古墳壁画で流行し、蓮華・龍頭・流蘇（房飾り）等で帳を装飾することは十

六国北朝期に盛行した。『鄴中期』に「石虎の御床は、辟方三丈。冬月は熟錦流蘇斗帳を

施し、四角は純金龍頭を安き、頭は五色流蘇を銜む。帳頂上は蓮花を安き、花中は金箔を

懸け、織は綩嚢を成す。」とある。南北朝期の仏教石窟でも帳の四隅に龍の装飾を用いた

ものがみられる （102）。冬寿墓の座帳は帳頂を蓮華で装飾し、四隅を蓮華、璜、流蘇で装飾

し、遼陽の上王家晋墓 （103） で発見された男性墓主人の座帳ととてもよく似ている。この

ため、冬寿墓の墓主人が座帳内に坐す図像は、実際には遼西地区の魏晋壁画のうちのいず

れかを粉本として利用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さらに、墓主人の身分等にもとづいて粉

本を選択し、組み合わせて、改変をおこなった状況がみられることから、冬寿墓で出現し

た蓮華文は当時、仏教がすでに高句麗に伝来していたことを表すのではなく、一種の装飾

と文様で、粉本の重要な構成部分であるにすぎない （104）。

₃．三燕蓮華紋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関係

　三燕蓮華文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関係について、各国研究者はみな、両者の間には

密接な関係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が、どちらがどちらに影響を与えたかという主体と客体に

ついては見解が明確に分かれる。ひとつ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下

に生まれたとするもので、中国の李新全 （105）、王飛峰 （106）、日本の桃崎祐輔 （107） らを代表

とする。もうひとつ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たとする

もので、韓国の姜賢淑 （108） らを代表とする。本稿は三燕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時

期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分析をおこなった。すなわち、年代のうえで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出

現時期は明らかに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より早く、おそらく北燕期（407～436年）に蓮華文瓦

当は文字瓦当にとって代わられた。そして、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出現時期は好太王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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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以降ではなく、高句麗滅亡まで一貫して使用された。そのため、事物発展の論理に

したがって整理する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に影響を与える

ことはできないが、三燕蓮華文瓦当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

はできる。瓦当の系譜からみると、三燕蓮華文瓦当中には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も、輻線

のないものも存在し、なおかつこの両者の変遷からみると、蓮弁の数と輻線の数は時代が

下るにつれてますます多くな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らの特徴は、国内城期の高句麗蓮華文瓦

当中の有輻線蓮華文瓦当と無輻線蓮華文瓦当の発展・変化の特徴と完全に一致する。三燕

と高句麗の遺物の関係からみると、高句麗墓の壁画の文様と配置、武器、馬具、甲冑など

の諸要素がみな三燕文化の強烈な影響を受けており、戦争用の鉄鏃、防護装備である甲冑、

馬を御すための馬具である轡と装飾用の歩揺形雲珠などの器物は、いずれも三燕の影響を

受けており、さらには両者の違いを区別するのが難しいほどである。当時の人びとの往来

の様子から、両者の間の往来は頻繁で、前燕期に高句麗はかつて前燕に臣服しており、な

おかつ前燕期以降、冬寿や郭充などの前燕人が高句麗に逃亡している。よって、事物発展

の論理的順序、瓦当の系譜、三燕と高句麗の交流などの状況からみて、高句麗蓮華文瓦当

の発生と発展はともに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たと考える。

₄．おわりに

　三燕の蓮華文瓦当は現在、中国東北地区で発見された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である。その発

生は前燕の龍城遷都（341年）後、間もなくであり、龍城の造営過程で大量に使用され、

北燕期におそらく文字瓦当（「富貴萬歳」）にとって代わられた。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

当は国内城地区で生み出され、まず王陵と上位階級の遺跡で使用が始まり、その出現時期

は好太王十七年（407）以降ではない。注意すべきは好太王期の高句麗は実際に遼東半島

をその後、支配したことによって、遼東半島南端に位置する大黒山山城でもまた、高句麗

早期の蓮華文瓦当と面戸瓦が発見されており、大黒山山城の特殊な意義を示している。三

燕蓮華文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ともに仏教の伝播後、その直接的影響下に出現したも

ので、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とくに三燕蓮華文

瓦当のなかの無輻線蓮華文瓦当と有輻線蓮華文瓦当はその後、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重要な

型式となった。

付 記　本稿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6年度重大課題（16ZDA149）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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